
我的故事 ~ 11. 从最简单开始
“我们从语言不通、一无所有慢慢努力，一步步打拼到现在，

这是我们第一代移民必须要承担的艰辛⋯…”

我是在山东出生的福建人，家里三兄弟三姐妹,六个孩子。说来有趣，我们家兄弟都是

在不同的地方出生的父亲当时工作的地点就是我们出生的地方。我的老家在福建省连

江县琯头镇，是主要的几个侨乡之一。福建省有几个侨乡，比如说长乐的梅花,马尾区，

亭江镇。琯头镇和亭江镇紧挨在一起，我很小的时候这儿就是侨乡了，几乎所有的同

乡之人都住在海外。在我之前，我的大哥追随大嫂远涉重洋去了美国，我的小妹去日

本留学，大概两年后也转到美国去了。后来我二妹随我妹夫也去了美国。

那时出国打拼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孩子一到十八岁都开始想办法往外面走。乡村人没

有什么崇高的觉悟，出国就是为了淘金，好让家人过上更好的日子。那时候，美国客

的房子盖得又高又壮观，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很高，国内月薪才几十块，而在美国餐

馆打工月薪两千美元左右，折合过来近一万块，对比太悬殊了！这样一来许多人的后

代都移民国外了。再到后来，等到家族在外做强做大，许多平民百姓走出来的人开始

怀念祖国，怀念故土，思乡情结油然而生，想要为家乡做贡献了。这是很多老华侨容

易去做的事情。

之前我的老家琯头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年轻人全部都走出去打拼了。但现在情况发生

了改变，在美国，工资还是老样子，国内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内做生意或

者做其他的行业，不会比在美国差。国门打开之后，人们的观念也日新月异地不断变

化，大家真正到外面看过后就知道什么形势了。虽然我的亲朋好友有去美国的，有去

日本的，我却来到了澳大利亚，成为了一名澳洲客。

我曾经在上海基地后勤部当汽车兵。从上海回到福建，我被分配到供销部门做司机。

伴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供销部门当时也想走出去。因为对上海比较熟悉，我就带着琯

头供销社主任和县供销社主任两个人去上海开拓业务。走了一趟上海以后，两个主任

对我比较赏识，觉得我做驾驶员有点可惜，应该出来做管理人员。县供销社主任对我

说，县供销社准备在上海办一个驻上海办事处，因为他看重我在上海的经历，就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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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当办事处主任。一夜之间，我就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司机进入了上海做了办事处主

任。我非常喜欢这种充满挑战的生活，但是有人不理解。驾驶员当时的待遇非常好，

工资又高，而且有外快，手上从来不缺零钱。你出车一趟给别人的东西带回来，别人

就给你十块报酬。当时来说十块二十块是很多的钱了，多到你永远都用不完的感觉。

可是对于一个人的发展前景来说，当司机就不太好了。去上海没多久，我最小的妹妹

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入大学。那时候考大学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非常困难。因为

考虑出路的问题，正好赶上了出国热潮。我当时澳门一个朋友的儿子就在日本读书，

勤工俭学。我一想还不错，就把两个妹妹送去了日本。这样一来，很多亲朋好友都来

找我帮忙。我开始更多地去了解美国、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在当时的出国热潮中，我

的中央歌舞团的几个朋友去了澳大利亚，他们希望我也过去。出国就要辞职，可是领

导不同意，让我停薪留职。领导说让我出去闯荡一番，如果不行的话还可以给我留个

职位。我当时三十出头的年纪，在国内混的有模有样，有自己的司机，各方面关系都

非常好，经济基础也非常好。但是以我的性格，好马不吃回头草，一旦出去就不可能

再回头。

1989年，我就到了澳大利亚的悉尼。我当时已经结婚，小孩有两岁多了。当时去澳洲

的留学生，特别是我们福建人，一去马上就开始找工作，有了工作后就没有心思好好

读书。回想起来，上海人做得好。上海人交了学费就好好在学校读书，不会着急打工。

当时在教室里一看谁没来，就知道他找到工作了，并为他感到庆幸。我出来的时候与

其他人有点不同。我是出来考察一下情况，想做成个身份，靠着国内良好的基础回国

发展。我妈妈舍不得我走，我说我呆半年，最多九个月就回来。在国内我在方方面面

都很好，需要出国看看外面的世界。出国之前，我在家里买了房子，把我的家人安顿

好，告诉他们说我只是出去换一种身份就回来，混的好了将来就能到全世界。我就可

以到美国看望我哥，到日本看望我妹妹。一踏上澳大利亚的土地，我整个人的心态都

不平衡了，一直到后来去美国才平静下来。在国内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关系上都无限

风光的我，来到这里过着与普通人毫无两样的生活，仿佛从天堂坠入地狱，巨大的生

活反差让我觉得很迷茫。我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却跟一群不会乱花钱的老乡住在了

一起。他们本身就是农民，并不抱怨工作的劳苦，反而为能够赚钱而知足。我帮一个

国语都说不好的人给家里写信，两到四周就给家里寄钱。他上着最辛苦的夜班，吃着

最便宜的鸡肉, 还乐此不疲。

从飞机上往下看，北京、上海、香港这些大都市全都是高楼大厦，而悉尼却像是一个

大花园，这让我很高兴。来到悉尼我先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适应新的生活环境。等到

工作的时候，才知道并不像想象中的那般轻松，非常累。在悉尼我跟着中央歌舞团的

朋友做装修工，一天五十块钱。我们起得很早，在去工地的车上都能睡着。在工地上

新疆人和东北人都很卖力气，走路都用来跑的。他们手上都磨出了茧，能很轻松地把

钉子按到墙里。我的手上没有茧，用榔头敲钉子的时候很容易把手上震出血来，疼的



满身大汗。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又苦又累，但这份工作也让我学会了忍耐与坚持。

我很庆幸我当兵之前在建筑行业的一点基础能够派上用场。就这样我拼命工作了一年

多，后来却因为身体太过劳累得了肝炎。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去了墨尔本，一边工作一

边休息养病，一直到1994年回国开始做房地产。房地产做了一年多以后，我和太太去

美国考察了一个多月。在美国开餐馆的华人，每天陪伴他们的只有炉头和枕头，工作

劳累不堪不说，还忽视了孩子的教育。我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应该是为生活服务的，家

人的幸福至高无上。如果连家人都天各一方不能相聚，即使你有再多的金钱，又有什

么意义呢？

可能年龄大了就会对国家和社会有更深的理解，对人生也有更深的感悟。后来我才明

白之前心里的不平衡，跟人家去比的心态完全是错误的。反过来想，我又有什么呢？

在澳大利亚，我没有和别人竞争的资本，必须从零做起。从美国回来以后，我的心就

定下来了，就从最简单开始。1999年，我开始做服装销售。大概半年的时间，我开了

四间服装店，也带动了身边的人工作。做服装没有太大学问，一旦做起来就懂得怎么

做。和一般服装店不同，我太太在店里面卖服装，我在外面跑批发。只有亲自接触批

发市场才能掌握市场的行情。我的服装店多，是批发商眼里的大客户；同行们觉得我

的眼光不错，也都跟在我后面做。实际上我只是比他们胆大一点。看衣服要看准布料

的弹性，因为货源地在中国东莞，工厂有大有小，做出来的衣服质量良莠不齐，如果

贪便宜从小厂家拿货，衣服的质量就不能得到保障。如果遇到好的衣服，我会全部买

下来。这样因为只有我们有货，就形成了卖方市场，价格由我们自己来定，也会保证

了名声。在澳洲中老年服装是不好卖的，但是老年人对衣服不像年轻人那样讲究，我

们英文不好，服务不好，这都无所谓，他们看重的是价格。只要我的衣服够便宜，他

们就喜欢来买。这就是我的生意经。当时，一边做服装零售挣钱，一边也在思考国内

市场。我对房地产行业比较敏感，赚了钱就回去买房子，我当时大概连续买了五套房

子，一边买一边还贷。房子不断升值，等我老乡全部都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就不买了。

那时候我们组织人去悉尼和纽卡斯尔考察情况。我的一个合作伙伴建议我们停止零售，

去做房地产开发。从那时起，我们的合作社就开始了，开发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两

年间我们基本上都在买地做项目。

2011年下半年，为了让在澳大利亚的连江人更加团结，联系更加紧密，我成立了连江

同乡会。起名字的时候，有人建议起大一点，我认为不能弄一个大大的名字放在那里

而没有实质的东西。所以当时就定了这个最小的县级的名字——连江。当时我们就想

把这个连江做好，将来有影响力了别人自然会知道。做自己最看中的事，先把最中心、

最内部的东西做好，从小做起，慢慢做大。连江同乡会里，我做常务副会长，负责具

体工作。我们自觉为同乡会筹集了十八万元，作为运作基金。第二届我被推选为会长，

调整了捐献方案，又筹集到十一万多。刚刚接任会长不久，一个老乡病了，心脏搭桥

出现问题。我带了十多个人去医院慰问，我包了两包红包，会里面给他三千块钱，自



己私人给他五百块钱。钱不多，但是一种精神。另外一次，一个老乡的身份没做下来

突然要离开，我们就赶紧去看望他，以同乡会的名义把一千块给他，自己的五百块私

下给他，当时就像一种送行。我们做这些其实也是想让澳洲的华人有种归属感，知道

他们并不是一个人。

我做事情都是按原则来做的。第一，先把自己做好。以小家为中心，然后再做第二圈，

第二圈就是大家，我的兄弟姐妹，我的爸爸，自己的家族，然后我再做第三圈，亲朋

好友。当你有能力的时候你要去做更多去回馈社会，回报国家。提到国家，从情感上

来说，我现在是澳籍华人，虽然没有了中国国籍，但骨子里、潜意识里还是一个中国

人。比如说，看比赛的时候，澳洲跟其他国家比，我们就想澳洲赢，但澳洲跟中国比

的时候，自动就倾向自己的根。国内的很多朋友都劝我回去，可是考虑到孩子们的成

长和教育，我决定缓一缓再回去。我希望我的孩子们能在澳大利亚接受良好的教育，

同时能够保留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小孩还没有长大，就像一棵正在成长的小树，在

没有茁壮成长的情况下是需要细心呵护的，等小孩长大成人我才敢回去。我们辛苦奋

斗了一生，富一点穷一点对我们这代人都没关系，我们生命力强；可八零后九零后不

一样，我们要陪着他们走过叛逆的青春期。对于大女儿，我们就等到她大学，定形完

我才敢走。我宁可少赚钱，也要把教育小孩放在首位。我的大女儿读的是药剂师，也

算给小女儿立好了一个榜样。你真的强大起来，小孩也要培养到那个高度。所以我对

我女儿说，你要站在爸妈的肩膀上，做得比我们更好。

如今再回首，想当初我放弃了上海办事处主任，选择了来到澳大利亚打拼。对于这个

决定，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我们从语言不通、一无所有，慢慢努力，一步步打拼到现

在，这是我们第一代移民必须要承担的艰辛。而我的小孩，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看

到的是她们的父辈如何辛勤地工作，如何一点点创造出现在的生活。生活和教育环境

的不同必然导致教育成果的不同，相信她们也会更珍惜现在的生活。

对于将来，我的想法既有现实的也有理想的。现实来说，我觉得既要发展事业，又要

保重身体。我现在很注重分享，我会一边培养接班人，一边把事业给做大。我们这代

人都面临着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况，光依靠自己再冲也冲不了多远了。接班人光靠单

打独斗也是不够的，得是一个团队，不一定是我的家人，只要做得好就行。将来最好

是能做到上市，把我们这个中国牌子打出去。我从情感上还是偏向中国，因此可能会

回到中国。我们作为华人也有义务把西方好的东西，文明的东西带到中国去


